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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地具有豐富之生態功能，對人類社會存有重要貢獻，但卻隨著人們對土地的需求而加速消逝的命運。本

文透過文獻回顧發現，以生態為視角、生境規劃為手段，確可達到農村地景保育的目標，進而發展出人地永續

共存的局面。為達此目的，生境地圖的繪製實為首要任務。基於此，本研究以宜蘭縣三星鄉為研究試區，目的

在於透過文獻回顧與案例探討，從根本上探究生境之意涵與生境地圖的繪製原則，並結合文獻分析、田野調查、

地圖判釋、專家焦點團體法與 GIS 空間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建構臺灣農村生境地圖繪製模式。研究結果有幾項

發現：（1）生境意涵受研究目的與繪圖方式的影響；（2）人與生態能夠協調共存的觀點，賦予生境規劃與管理

之作為積極存在之意義；（3）生境地圖的繪製需因地制宜；（4）臺灣農村生境繪圖模式可提供未來在地農村生

境地圖繪圖參照；（5）本文建構之農村生境類型可為臺灣農村生境繪圖空間單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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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land provides important ecological services for human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iderable 

demands on living space are deteriorating the exist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ecolog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zonal plan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Moreover, biotope mapping provides an efficient mean to develop the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This study firstly reviewed literatures to clarify the principles of biotope mapping, and then took Sa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as a case study to develop the Taiwan rural biotope model. Several methodologies were integra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reference review, field survey, aerial photo interpretation,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spatial analysis .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study in Taiwan which applied the biotope mapping 

methodology on r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Our results should be able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landscap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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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由於世界人口持續增加、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需求

未曾稍減，導致土地產生劇烈變遷（Watson, et al., 200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 

2002），進而破壞其生態系統的運作。以農地為例，

農地生態系統為人類為滿足生存需要，利用農作物的

生長繁殖以獲得物質產品之人工或半人工生態系統

（蔡銀鶯及張安彔，2010）。對人類社會而言，農地

生態體系的運作除了提供糧食、纖維、燃料等需透過

市場交易才得以獲得的服務外（Swinton, et al., 

2007），尚包括許多非商業性質之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包括提供遊憩休閒環境、生

物棲地、地景維護、維繫農村社群、調節氣候、水土

保持等服務（孫新章等，2007；Porter, et al., 2009）；

可見農地在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是環境保育方面

均能提供多元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對人類社會具有

不可抹滅的貢獻，故在全球人口激增、缺糧問題日益

嚴重、氣候變異威脅之際，農地的重要性愈受到重視。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由於城市擴張等人類活動的影

響，全球農地遭受劇烈的土地利用變遷衝擊（Yu & Ng, 

2007），這樣的結果又加劇全球氣候異常。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於台灣，由於人們對土地的強

烈需求，政府於 2000 年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導致農村

產生劇烈之地景變遷，衝擊農地存在價值。以宜蘭縣

三星鄉為例，自 2000 年開放農地自由買賣政策、2006

年國道五號通行，復以相較於都市便宜之土地價格等

種種因素，吸引都會人口在此尋求新的生活空間，結

果造成農地產生劇烈變遷。林敬妤等（2012）曾以三

星鄉地近羅東鎮之三個村落於 1987 至 2009 年間之農

地變遷情形，結果顯示 2000-2009 年間在政策與交通

的影響下，農地多轉變為建築用地，致使農地變遷較

1987-2000 年劇烈。這樣的結果導致農地破碎化，進

而損害農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臺灣近年來氣候災害

繁傳，國科會於 2011 年 11 月公布臺灣氣候變遷報告

指出，臺灣氣候暖化速度比全球平均值還高，未來氣

候將出現降雨日數減少、降雨強度卻增加、乾濕季分

明、冬季平均雨量減少的現象（黃巧雯，2011）。    

從上述得知，人類活動為農地變遷主因，農地變

遷損及其生態系統服務，導致氣候異常現象、糧食問

題無法得以緩解，一旦氣候異常現象發生，將再次損

及其生態狀態，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將使得人地共

存、永續發展的目標難以達成。在問題解決構想方面，

透過文獻分析發現，德國近年來將生境（Biotope）概

念運用於地景規劃與管理獲得不錯的成效。德國基於

都市化產生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故重視生境保育觀

念，並實際運用於土地治理，柏林經驗說明即便是在

人口稠密的大都會區，只要以生態為視角、生境規劃

為手段，可達到地景保育的目標，進而發展出人地永

續共存的局面。柏林的成功吸引其他城市如瑞典馬爾

默、美國西雅圖（廖桂賢，2006）及韓國首爾（Lakes 

& Kim, 2011）等前來取經，其推行結果亦得到不錯的

成效。 

事實上，德國自 1970 年代開始，即將生境地圖

視為地景規劃不可缺少的要件（Reumer & Epe, 

1999）。不過，何謂「生境」?柏林如何運用生境概

念建構生境城市以達成永續都市的目標?又城市地景

規劃與保育案例，是否能夠運用於台灣農村?若上述

答案是為肯定，則應如何建構農村的生境地圖方能益

助環境永續經營?由於「生境」目前在台灣仍非屬普

遍性概念，文獻資料幾乎付之闕如，目前僅見盧惠敏

（2006）將生境譯為「生物托邦」，以蜻蜓為指標生

物，探討農村生態地景設計模式，但關於生境地圖建

構方式之理論基礎與繪製方式並無深入涉及。因此，

本文首先以國際案例的探討與文獻分析之結果做為

理論基礎，探究生境之意涵與生境地圖的繪製原則，

進一步結合田野調查、地圖判釋、專家焦點團體法與

GIS 空間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建構臺灣農村生境地圖

繪製模式。此外，由於農地自由買賣政策之施行係造

成研究區地景變遷之重要因素之一，故本研究以該政

策開放之年度為分野（ 2000 年），繪製策開放前（1998

年）及政策開放後（2010 年）等二時期之宜蘭農村

生境地圖，研究成果可供未來台灣農村地景規劃與土

地管理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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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2.1 生境的意涵  

Biotope 一字取自德文，由 Dahl 於 1908 提出，定

義為「動植物能夠生存的區域範圍」（Coastal Wiki, 

2011）。此後，學界產生熱烈討論，並有了進一步的

看法，如韋氏字典對 Biotope 定義為：「為生物棲地

的環境狀態以及生物落群之均質區域（Gove, 1981）。」

Sukopp & Weiler（1988）視為「提供動植物棲息並具

均質環境條件的區域」。學者們的定義雖不盡相同，

但「生物生存之同質性棲地」為共同看法，「環境均

質性」及「生物棲地」為根本概念。爾後，專家學者

們再進一步擴展其意涵，認為 Biotope 受到相同地理

環境的影響，應具「生物均質性」的特性，如 Holmes

（1989）提出「在一個區域內之主要的環境狀態和適

應於此環境的生物類型是均一的」的論點，Cepel

（1995）定義為「可自其周遭環境清楚區隔出來之生

物群落同質性棲地」。 

綜合上述，Biotope 具「環境同質性」與「生物同

質性」的特性，不同的 Biotope 之間存在異質性，彼

此具可區別之界限範圍。在功能上，由於 Biotope 被

定義為生物棲息地，故可作為生物棲息地分析之基礎

單位，如林憲德（1999）指為「生物棲地」，泛指一

切由微生物至高級動物構成的生活基盤環境；

Löfvenhaft et al.（2002）認為與“棲地”（Habitat）同義，

在根本上可用來呈現不同的土地分類。但貢穀紳

（1996）認為棲地涵蓋 Biotope，明確指出兩者在規模

上不同，又 Löfvenhaft et al.（2004）其後亦引述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的文獻調整

先前的說法，認為棲地是由許多 Biotope 鑲嵌組成，

內部包含眾多不同類型的 Biotope，因此 Biotope 與棲

地在概念上雖類似，但在規模上具有層級上的差別。

又由於 Biotope 字源 tope 來自於希臘 topes，意指場所

（Place）（盧惠敏，2006）。因此，為能傳達 Biotope

的意涵，並與棲地有所區隔，本文稱之為“生境”。 

2.2 生境城市建構案例 

生境為生物環境的重要成份並具多種功能

（Mansuroglu, et al., 2006），如污染與交通噪音的吸

收、遮蔭空間與通風的綠廊降低城市熱島，以及地面

逕流的減少等（Schulte, et al., 1993）；對城市居民而

言，生境提供城市居民休閒遊憩的空間，藉由降低社

會緊張與日常生活壓力等方式提升生活品質（Burgess, 

et al., 1988），對人類健康與福祉有存在必要。正由於

生境的保護與創造不但對物種有利，亦帶來遊憩、教

育、美學、環境保護等益處，有利於環境永續發展

（Maurer, et al., 2000），因此，歐美各國漸將生境的

概念納入地景規劃，以達到環境保育、人地永續共存

的境地。柏林即為國際知名成功案例，更成為其他城

市如瑞典馬爾默、美國西雅圖（廖桂賢，2006）及韓

國首爾（Lakes & Kim, 2011）等城市取經對象，這些

城市推行的結果亦得到相當不錯的成效。馬爾默與首

爾所採用的方式與德國柏林相似，西雅圖則是參考柏

林生境面積因子（Biotope Area Factors, BAF）訂定出

西雅圖綠色因子（Seattle Green Factor, SGF），藉此

作為城市地景保育之重要依據。因此本文藉由柏林生

境面積因子及西雅圖綠色因子之案例探討，得到地景

保育之參考經驗。 

2.2.1 柏林生境面積因子（Biotope Area Factors, BAF） 

生境面積因子為德國柏林現行之城市景觀計劃依

據，柏林市政府官網（Berlin.de, 2010）指出，柏林經

歷長久城市發展的結果，造成城市高比例的不透水面

積、地下水補注量不足、城市氣候變異以及生物棲地

的減少等問題，導致城市發展受限。為了解決城市發

展困境，柏林的景觀計劃考量生態系功能、生境與物

種的保護、地景樣貌以及遊憩使用後，制定其景觀計

劃之基礎目標與措施，用意在於透過降低環境衝擊來

促進高品質的城市發展，並在維持現有土地利用的情

形下，強化城市生態功能與生境發展。BAF 目標在使

下列環境目標的達成能有個標準化的依據：（1）保護

微氣候或降低空氣汙染；（2）保護並維持土壤機能與

水文循環平衡；（3）創造並增進野生動植物棲地的質

與量；（4）增進人居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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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地的 BAF 所代表的是各區域中「有效的生

態表面」（Ecologically Effective Surface） 面積和區

域總面積的比重，越是透水、越有植物覆蓋的表面，

就越適合生物棲息，因此也越是生態有效。BAF 是德

國柏林現行之城市景觀計劃依據，計算公式如下： 

生境面積指數=有效的生態表面積÷總面積      （1） 

公式（1）為區域中有效的生態表面面積和區域總

面積的比重，至於「有效的生態表面面積」計算公式： 

有效的生態表面積=特定型態表面積×生態有效權數   （2） 

由公式（2）得知，生態有效權數為影響生境面積

指數的核心要素，不同地表型態之生態有效權重則是

根據以下特點評定之：（1）降低蒸散效率以增加濕度，

造成冷卻效果；（2）過濾空氣中粉塵；（3）反滲透

和儲存雨水的能力，以補充地下水或儲存水分於土壤

中；（4）作為植物和動物棲息地。根據上述邏輯，不

同的基地表面型態有著不同的生態有效度，因此被賦

予一個生態有效權數（表 1），在計算生態有效表面

積時，將這些不同的表面的面積乘以生態有效權數之

後再加總，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生態表面的總面積

（Senate Department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Berlin.de, 2010）。 

BAF 可應用於任何形式的土地利用的棲地品

質，例如住宅區、商業區、公共設施等。柏林對無論

是現有已開發或是新開發基地都有不同的 BAF 目

標，以確保達到某個生態棲地標準。德國柏林政府將

BAF 納入城市景觀計畫中，做為城市環境規劃的衡量

標準；為了達成市政府規定的生態棲地水準，開發者

必須設法達到規定的 BAF 值，否則無法取得建築物執

照 （例如其對新開發住宅區的最小 BAF 指數要求為

0.6，公共設施為 0.6，商業區及學校為 0.3）。柏林有

13 個景觀計畫的區域需在 BAF 的法律約束下執行，

這些區域之外的開發或工程提案，也可以依當地意願

選擇用 BAF 做為環境評估的指南。由於操作簡易，且

民眾環境識覺提升，在專家的建議之下，建築師以及

業主均傾向使用 BAF。綜合而言，生境面積指數的優

點在於不改變已劃定的土地利用的型態，以及維持現

行的土地利用率下改善生態狀況。BAF 是用來實現標

準化的生態目標，生境面積係數代表各個樣區的生態

功能區總和。柏林推動 BAF 的成果不僅保存及創造城

市中的生物棲息地，同時也確保了城市環境的綠化水

準及品質，並藉此增加提供市民休閒娛樂的綠地，創

造一個尊重生態的高品質城市發展。 

繼柏林之後，其他城市亦開始採用 BAF 來鼓勵城市綠

化，如韓國首爾即為一典型案例（Lakes & Kim, 

2011）。不過稍有所不同，從表 1 可見，首爾降低

了「部分封死的硬鋪面」的生態權數，增加「可透

水舖面」、「可滲透水體」以及「不可滲透的水體」

的地表型態，並給予後兩項較高之生態權數，可見

首爾對水源涵養功能特別重視。這說明生態權數的

制定因地制宜，可因計劃目的與對象有所調整。 

2.2.2 西雅圖綠色因子（Seattle Green Factors, SGF） 

為了增加城市生態機能與景觀美學品質，西雅圖

於 2007 年發展出 Seattle Green Factors（SGF） 西雅

圖綠色因子作為城市景觀計劃的依據，並於 2009 年凝

聚民眾、開發者與專家學者的回饋意見更新 SGF，期

待開發者與設計者在建設之餘，增加西雅圖綠地面積

的質與量（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eattle.gov, 2010）。 

SGF 之理論基礎本於柏林之生境面積因子

（BAF），但 SGF 改變了 BAF 某些元素並添加一些

新的類別於系統中，在允許發展一個具生態功能與美

質的景觀時，能有更高的靈活性；此外，亦鼓勵運用

複層植栽及增加雨水滲透，改善已開發城市地區之景

觀生態功能。因此，相較於 BAF，SGF 所運用的指標

較為細緻，是以土壤（ Soils）、生物滯留設施

（Bioretention Facilities）、植栽面積（Planted Areas）、

樹木（Trees）、屋頂綠化（Green Roofs）、牆面綠化

（Green Walls）、水景（Water Features）、透水鋪面

（Permable Paving）與補償獎勵（Bonuses）等九大類

為訂定指標（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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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F 是一個創新發展的標準設計，用以增加城市

景觀的數量和質量，並引用歐洲的先例，策劃開發評

分系統用以促進景觀的吸引力和生態功能。SGF 評分

的基礎考量有三項原則：（1）可居性:在日益密集城市

環境中運用景觀設施以創造、維持更有吸引力的人性尺

度空間；（2）生態系統服務:鼓勵使用景觀元素來管理

雨水、改善空氣質量、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率，並提供

鳥類和昆蟲的棲息地；（3）氣候變化的適應:透過景觀

建立一個對極端氣候災害具有恢復力的生態城市，以減

輕城市熱島效應以及減少暴雨氾濫。西雅圖市政府要求

開發者需填寫綠色因子計數表單（Green Factor Score 

Sheet），經過計算証明其開發符合 SGF的要求（商業

表 1  地表型態與生態有效權數 

地表型態 地表型態特徵 
生態有效權數 

柏林 首爾 

 

封死的硬鋪面：不透水及空氣的表面，無植物生長，例如水泥柏油等  0.0  0.0 

 

部分封死的硬鋪面：無植物生長，但是水和空氣可以滲入，例如馬賽克

餔面 

 0.3  0.2 

 

半開放表面：水和空氣可以入滲、植物可以生長的表面，例如有短草覆

蓋的礫石鋪面、木塊鋪面、透水鋪面等 

 0.5  0.5 

 

可透水舖面：無植物生長的表面如碎石或沙舖成的地面。 -  0.3 

 

植栽覆面，但不與地下土壤接觸：有植物覆蓋的表面，但土壤厚度小於

80 公分，而且位於不透水人工構物之上，例如地下停車場上的植栽區

域 

 0.5  0.5 

 

植栽覆面，但不與地下土壤接觸：有植物覆蓋的表面，但土壤厚度大於

80 公分，而且位於不透水人工構物之上，例如地下停車場上的植栽區

域 

 0.7  0.7 

 

與地下土壤相連的植栽覆面：有植物覆蓋的表面，且與地下土壤同為一

體，可以容許植栽和動物成長的區域 

 0.1  0.1 

 

雨水入滲（以屋頂面積計算）：雨水透過現有的植物入滲以補注地下水  0.2  0.2 

 

垂直的綠覆面（以不超過十公尺計算）：有植物覆蓋的牆面  0.5  0.3 

 

屋頂的綠覆面：屋頂上以植栽充分覆蓋的表面  0.7  0.5 

 

可滲透水體：能夠滲透至土壤的水體(如：自然池溏)  -  1.0 

 

不可滲透的水體：不可滲透至土壤的水體(如：人工池塘)  -  0.7 

資料來源：Senate Department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Berlin.de (2010; 2011)、Lakes & Ki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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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0.3、住宅區：0.6）才准予開發；目前西雅圖城市

規劃者正在幫助其他城市發展綠因子的標準，計畫擴大

西雅圖的綠色基礎設施系統至波特蘭、芝加哥和華盛頓

特區，並建立當地的綠色產業，奠定其管理基礎，望能

推廣至其他的北美城市（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eattle.gov, 2010）。 

2.2.3 德國柏林 BAF與美國西雅圖 SGF的比較 

表 2 為德國 BAF與西雅圖 SGF的比較，兩相比較

可知兩者雖然同樣為追求生態永續發展城市的工具，但

在設計的構念上仍有幾點不同：（1） SGF 所訂定之

權重較為嚴格：以草坪為例，草坪在 BAF 中最高可以

拿到滿分權重 1.0，但在 SGF中，草坪只能拿到 0.3 的

權重，理由在於考慮草坪的生態功能，尤其是人工種植

的草坪，常需要灌溉、除草、施肥，通常不可自行維持。

（2） SGF 所訂定之因子項目較為細微，表示指標的

設計需因地制宜；（3） SGF 的制定強調公民參與，

強調在生態的追求下兼顧社會與經濟，達到永續發展的

精神。（4）SGF制定的指標中之「補償獎勵（Bonuses）」，

說明融入生態補償的概念。 

2.2.4 城市生境保育運用於農村之可行性探討 

從柏林與西雅圖的實際案例可得到三項結論：（1）

運用生境概念進行城市地景規劃與保育，能讓城市生

態環境逐漸恢復功能，讓原本老舊、人口稠密的城市

得以更新，進而達到人地共存的境地，顯示生態為環

境能否永續存在的首要考量。（2）從柏林、首爾、西

雅圖之案例可知，生境地景規劃並無制式標準，但將

城市發展現況以及城市未來發展願景等納入考慮，並

以量化估算的方式作為理解城市生境發展現況與城市

規劃之憑藉則為共同作法。（3）生境價值評估方法為

具體落實生境保育之途徑。 

    不過，由於本文研究對象為農村，農村與城市所

處的情境與生境保育目標有所差異。正如前文案例分

析所述，城市生境保育目標在於更新城市生活環境，

朝可居性、永續發展境界發展。在做法上，由於城市

為人工建物的分布密集區，所以主要是藉由人為營造

生境地表型態，如增加透水率、增加植被的種植比率

等方式，拉抬城市之生態功能。換言之，城市生境保

育手段主要是透過水與綠的再造以重塑城市生境，進

而營造城市生活品質。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綠”的再

表 2 德國 BAF與西雅圖 SGF 比較表 

 德國 BAF 西雅圖 SGF 

分類 

方式 

生境面積因子描述單一的總數與 

生態功能地區的實際狀態。其表 

面形態分類的三個重要依據為： 

土地覆蓋類型、土壤深度、屋頂 

與牆面綠化。  

綠地因子對於評估景觀服務的用途，發展建築與

景觀的形式以提升城市的生態系統。其評估對象

分為下列九類： 

土壤、生物滯留設施、種植區域、樹木、屋頂綠

化、牆面綠化、水景、透水鋪面、補償獎勵。 

目標與 

目的 

1.改善微氣候及空氣品質。 

2.保護土壤及有效的運用水資源。 

3.增加植物及動物的棲地空間。 

1.增加生態機能及景觀的美學品質。 

2.提升城市的生態系統環境。 

作法 1.收納塵埃的高容量能力。 

2.滲透力及儲存雨水。 

3.土壤的過濾功能。 

4.創造植物及動物棲息地。 

以複層植栽手法與增加雨水滲透性的策略，以改

善城市開發的生態功能。 

優點 由於 BAF 是依據表面形態進行分類， 

故於實際操作時可藉由空照判讀直 

接判斷。 

權數制定的考慮較為細緻。 

缺點 土壤深度無法從空照判讀得知。 所訂定之因子項目太細微，運用於範圍大的地區

較不適用 

目標值 商業區：0.3、住宅區：0.6 

公共設施：0.6 

商業區：0.3、住宅區：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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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是著重於“植物覆蓋面積”而非植被種類，此即本

著於都市為幾已完全人工化之空間，原生之自然環境

已不復存在。農村不同於城市，農村人工建物的比率

較低、水體比率較高、植物種類較為多元，並提供人

類社會糧食、遊憩休閒等多樣需求，具豐富之生態功

能。因此，在農村生境因人為干擾而漸失功能之情境

下，農村生境的保護與恢復為保育之努力方向。正由

於農村不同於城市，因此，若將柏林城市生境保育案

例套用於農村，將使農村豐富之生境類型過於簡化，

無法透過生境類型特性與彼此之互動關係進行深入探

討。至於該怎麼做，才能實際反應農村現有情境，並

達成農村地景保育目標為本文接續之釐清重點。  

2.3 生 境 繪 圖 與 分 類 （ Biotope Mapping and 

Classification） 

生境為「提供動植物棲息並具均質環境條件之區

域」，故可視為空間分析單位；而將地表不同的生境

類型繪製而成之生境地圖，為地景管理之基礎分析工

具、為空間研究的重要工具（Cepel, 1995; Maurer, et al., 

2000; Löfvenhaft, et al., 2002）。生境繪圖是辨識現存

棲地與景觀單位的過程（Butaye, et al., 1999; Frey, 

1999），其繪圖對象可以是一個完整的區域也可以是

部份的生境，如城市生境繪圖、濕地生境繪圖、森林

生境繪圖等（Schulte, et al., 1993）。 

一般而言，生境繪圖有兩種主要方式，一為選擇

式生境繪圖，一為綜合式生境繪圖（Sukopp & Weiler, 

1988；Mansuroglu, et al., 2006; Cilliers, et al., 2004; 

Rossi, 2008; Liu, 2009）。前者由 Wittig 與 Schreiber

（1983）提出，他們將選擇式生境繪圖作為評估城鎮

開放空間作為自然保留地的重要性之方法，著重於生

境價值與保護的潛在價值探究（Hong, et al., 2005），

故僅將植被覆蓋地繪入。但若是為了處理環境問題，

或者是為了維持永續土地利用規劃，則需要採用綜合

式繪圖方法（Kim & Pauleit, 2007）。綜合式生境繪圖

較選擇式繪圖複雜，除了綠色空間外，包括建地在內

之土地覆蓋均為繪製對象（Sukopp & Weiler, 1988）。 

為了詳加區分兩者間的差別，Qiu et al.（2010）

參考眾多相關文獻後，將兩種繪圖方法制表加以比較

（表 3）。不論是選擇式生境繪圖或者是綜合式生境

繪圖方法，這兩種方法均包括六個階段：基礎資料蒐

集、資料分析、生境分類基礎、田野調查、生境的辨

識與分類、問題探討焦點。雖均以航照圖為基礎資料，

但由於繪圖目的不同，導致彼此著重的焦點亦異。由

表 3 可見，選擇式生境繪圖之繪製對象限於「植被覆

蓋範圍」，並具備三項特徵：（1）含稀有物種；（2）

生物多樣性高；（3）為生物避難空間。在這樣的標準

下，建地則不在繪入範圍之列。相較之下，綜合式生

境繪圖則針對全區域進行詳盡繪圖，地面上所有的植

被、土地利用均為繪製對象。Qiu 等認為以土地利用

為基礎所進行的詳細分類，可為地景的辨識與量化提

供重要訊息，故準備工作更為複雜，包括蒐集各種不

同的主題地圖與航空照片以利判釋，以及關於生物

性、非生物性、文化與歷史等各方面進行調查。由此

可知，研究者可基於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選擇不同的

繪圖方式，但由於綜合式生境繪圖較為精詳、內容豐

富並屬全區域式的繪圖方式，故不論是地景變遷

（Münier, et al., 2001）或是地景規劃相關研究

（Freeman & Buck, 2003; Cilliers, et al., 2004; Ihse, 

2007）多採用此種繪圖方法。 

2.4 小結 

2.4.1 生境意涵再思考 

生境的基礎定義為「生物生存之同質性棲地」，

具「環境同質性」與「生物同質性」的特性，故不同

的生境存在異質性，彼此具有可區別的界限範圍。不

過，生境在劃分的過程中，因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之

差異而採不同的分類指標，結果導致生境意涵隨生境

繪圖方式而異。在選擇式繪圖方式中，研究對象為受

植被覆蓋之綠色空間，植被類型為生境分類指標，因

此生境為「在相同植物群落下之同質性生物生存空

間」；在綜合式生境繪圖法中，由於研究對象為包括

人為建地在內之區域整體，故需要透過土地覆蓋、土

地利用、植被種類等指標界定出生境類型，故生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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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影響下之同質性生物生存空間」。不過，

在這樣的觀點下，「生」境所指涉之「生物」是否包

括人類在內呢?  

早期生態學家在反應人類活動為生態干擾因素的

觀點下，以「愈傾向自然狀態愈生態」、「愈沒有人

類干擾愈生態」為評估方向，如以稀有性、自然度、

生物多樣性等思考生境價值（Sukopp & Weiler,1988; 

Hoffmann-Kroll, et al., 2003; Löfvenhaft, et al., 2004; 

Cilliers, et al., 2004; Mansuroglu, et al., 2006; Albani, et 

al., 2007）。選擇式生境繪圖方式亦在排除人為用地的

思考角度下，透過植物種類定義生物棲地進而劃分生

境類型，但在人口密集的今日，人類足跡早已遍及全

球，生境無法全然排除人類活動的影響，即便是住家

旁的水溝裏，也實際存有生物生存空間。因此，在綜

合式生境繪圖的分類裏，生境被定位於「受人類活動

影響之生物生存同質性棲地」，研究者可透過生境對

人類社會價值的思考，藉由規劃重塑或保存生境以達

成人類社會永續存在的目標。 

因此，不論是過去或者現在，「生」境中的生物

不包括人類在內，卻與人類共存、相互影響。換言之，

表 3 選擇性生境繪圖與綜合式生境繪圖 

 選擇式生境繪圖 綜合式生境繪圖 

1.基礎資料蒐集 航照圖為基圖 1.航照圖為基圖 

2.蒐集城市計劃與管理的各種資料，如城市地圖/

土地利用圖/綠色地圖/森林地圖 

2.資料分析 現存資料與生態之初步分析 分析相關的地圖與資料。 

3.生境初步分類 以棲地類型為基礎分類之 以土地利用、土地覆蓋、棲地類型等分類之 

4.田野調查 僅調查覆蓋城市的綠色空間： 

1.含稀有物種 

2.生物多樣性高 

3.生物避難空間 

調查城市內所有的土地覆蓋(綠色空間/開放空間/

建成地) 

1. 土地利用或土地覆蓋現況。 

2. 以生態與生物觀點進行研究區動植物現況調

查。 

3. 非生物性調查，如地形、水文、坡地等。 

4. 歷史文化遺址與美質等方面的調查。 

5. 生境的識別 

與類型 

1. 森林 

1.1 落葉林 

1.2 常綠林 

1.3 混合常綠落葉林 

1.4 空地/年輕種植(再區分成物

種與群落層次) 

2. 草地 

2.1 草坪為主 

2.2 牧地為主 

2.3 演替為主 

3. 濕地 

3.1 具獨立的樹或灌木 

3.2 具稀少的樹或灌木 

3.3 具密集的樹或灌木 

3.4 濕地森林 

4. 其他綠色區域 

1. 建地 

1.1 住宅區 

1.2 工業/商業區 

1.3 運輸地區 

1.4 公共機構(如學校、醫院等) 

2. 公共開放空間 

2.1 墓地 

2.2 植物園/動物園 

2.3 遊樂場/運動場 

2.4 空地 

2.5 休閒公園 

2.6 露營地 

2.7 非正式遊憩空間 

3. 森林(次要分類同左欄森林分類) 

4. 草地(次要分類同左欄草地分類) 

5. 濕地(次要分類同左欄濕地分類) 

6. 耕地 

7. 水體 

8. 其他土地利用 

6.問題探討焦點 根據評分系統評價值得保護之生境

價值，評估標準包括：各生境發展

時期、生境大小、相同生境間最短

距離、生境結構。 

評價各生境達成特定功能的程度，及為了城市的自

然保護評估特定區域之潛在重要性。 

資料整理自：Qiu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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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生境的角度從「無人類活動干擾愈生態」轉向「人

類能與生態協調共存」，說明人與生態關係的轉變賦

予生境不同的意涵。 

2.4.2 生境分類原則 

總結文獻整理與分析結果得到下列幾點結論：（1）

生境分類並無制式標準，除了受研究對象、目的影響

外，研究尺度、研究區地表覆蓋種類及土地利用情形

等均影響因素分類結果。（2）為了詳細區分出生境同

質區，故需要透過多項指標來界定，結果使得生境分

類結果具層級關係（如表3「生境的識別與類型」所

示）。（3）綜合式生境繪圖由於屬於全域式之繪圖方

式，除了土地覆蓋、植被類型之外，土地利用為重要

分類指標，可為地景的辨識與量化提供重要訊息。（4）

植被類型為生境分類重要指標。 

2.4.3綜合式生境繪圖模式 

選擇式生境繪圖之繪製對象限於植被覆蓋範

圍，綜合式生境繪圖的繪究對象為研究區內所有的地

貌與地物。正由於綜合式生境繪圖較為精詳、內容豐

富並屬全區域式的繪圖方式，故適宜運用於地景規

劃、保育與土地管理之相關研究領域，可作為本研究

繪圖方式。因此，本文透過文獻的整理與分析建立綜

合式生境繪圖模式，作為生境繪圖之參照。如圖1所

示，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為決定生境繪圖方式之考量

依據，若為全域式研究則採綜合式生境繪圖，並以綜

合式生境繪圖之生境分類方式分類之。分類首要任務

為蒐集基礎資料，如航照圖與其他相關之主題地圖，

其次進行地圖判釋與資料分析，並透過土地利用、土

地覆蓋、植被種類等分類指標進行生境初步分類，接

續以田野調查確認生境類型，最終完成生境的識別與

分類。 

三、研究區域與素材 

3.1 研究區域 

農地為農村主要土地利用方式，與農村的經濟、

社會網絡的發展密不可分，農地變遷亦牽動著其他地

表型態的轉變，變遷的結果又對農村未來發展衝擊至

鉅，故本文以農村為研究對象，並以宜蘭縣三星鄉為

研究案例。三星鄉總面積約為144平方公里，全區大致

呈現東西走向（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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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綜合式生境繪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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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交通方面，本區與羅東鎮相毗鄰，約15分

鐘車程可抵達宜蘭市區，行車約莫10分鐘車程可抵國

道五號羅東交流道，可見本區不論與縣內重要城市或

是與台北都會區之間的交通易達性均佳（圖2）。在土

地利用方面，本區主為非都市土地，農業為主要土地

利用類型（三星鄉公所，2010）。但2000年後相繼受

到農地開放政策，與2006年國道五號通行的影響，都

會區人口在此尋求物超所值的農地，構築優質的居住

空間。實地訪查的結果發現本區農舍興築的現象十分

普遍，目前當地隨處可見農舍興築、農地買賣廣告；

而為了因應此種變化，三星鄉戶政事務所更是自2011

年開始，逐村進行道路名稱與地址的變更，此舉又再

次說明本區農地變遷之劇烈。三星鄉農村地景變遷的

問題並非個案，其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臺灣農村的共

同問題，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本文之農村生境地圖

繪製模式，建構臺灣農村生境地圖。 

3.2 研究素材 

本研究之研究素材包含航照影像、國土利用調查

成果、其他主題地圖等三大類。在航照影像方面，由

於2000年為農地政策開放起始年，因此，本研究以2000

年為基準，在考量影像取得、拍攝時間與研究目的等

因素後，選擇1998、2010年等二時期之1/5000之正射

影像圖，每時期使用25張影像之圖幅以涵蓋研究區之

全體範圍。在國土利用調查圖方面，以2006年國土利

用調查成果協助影像數化。在主題地圖方面，本文取

得宜蘭縣與研究相關之主題地圖，包括宜蘭縣植生

圖、土地利用圖、河川分布圖、坡度圖、道路分布圖

等。在道路、水系以及行政區界等圖籍資料，則取自

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繪製之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

之一地形圖。 

四、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4.1 研究設計 

本文藉由文獻的整理與分析，透過生境意涵與

生境製圖原則之探究，參考圖 1 之「綜合式生境繪圖

模式」，以內政部公告之臺灣土地分類系統為主要分

類指標，建立「臺灣農村生境地圖繪製模式」（圖 4）。

如圖 3 所示，以航照圖、各相關主題地圖為基圖

（Base Map），並基於本文研究對象為農村、研究目

 
圖 2 研究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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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農村地景保育，故以綜合式生境繪圖方法製作

生境地圖，並透過綜合式生境繪圖之生境分類方

式，以研究區之土地覆蓋、土地利用（臺灣土地分類

系統）、植被種類為分類指標，建立農村生境類型，

再透過數化工作完成生境地圖的繪製工作。 

4.2 研究方法 

參照圖3「臺灣農村生境地圖繪製模式」，分為生

境的初步分類、專家團體法確認生境類型以及生境地

圖的繪製三部份，分述其研究方法： 

4.2.1 生境初步分類 

首先，以2010年正射影像圖為基圖，蒐集研究

區各種圖資，包括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和前述宜

蘭縣各種主題圖資以輔助判釋。其次，透過地圖判

釋與資料的分析，瞭解研究區生境類別，再透過田

野調查確認各生境類型，現地調查工作包括：土地

利用或土地覆蓋現況、研究區動植物現況調查、非

生物性如地形、水文、坡地等之調查、歷史文化遺

址與美質等方面的調查等。最後，根據地圖判釋、

田野調查結果以及研究目的等決定生境分類指標，

進而確定生境類型。由於本文是採綜合式生境繪

圖，故以土地覆蓋為首要分類依據，再以土地利用

型態、植被類型為次要分類指標。由於本文研究目

的在於建立適合臺灣農村地景保育之分類指標，故

與現行政府公告之土地分類結合，以利未來土地管

理與決策的施行。探究內政部於2006年公布之土地

分類系統表（林燕山等，2008）之後，發現此系統已

普遍運用於臺灣的區域規劃與管理之中，故以其作

為土地利用指標參考。 

4.2.2 專家團體法確認生境類型 

在完成生境初步分類後，再透過專家焦點團體

法討論生境初步分類的適切性。在方法上，由於焦

點團體法能夠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

動和對話，研究者可以從此對話和互動取得資料和

洞識（胡幼慧編，2009）。本文為求深入瞭解專家意

見與看法，故以專家焦點團體法作為生境價值評估

指標的建構與評估之研究途徑。 

焦點團體人數主要依研究目標而定，一般多介於

6-12人之間（歐素汝，2000），不過，為求討論能夠

「充份參與」，並兼顧「廣度」與「深度」，近年來

 

 

圖 3 臺灣農村生境地圖繪製模式 

 
 
 
 
生 

境 

地 

圖 

繪 

製 

航照 

判釋 

田野 

調查 

文獻 

資料 

 

基圖 

(Base map) 

綜 

合 

式 

生 

境 

繪 

圖 

方 

式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全域式

研究 

生

境

分

類 

農村基礎資料蒐集 

地圖判釋與資料分析 

生境初步分類 

田野調查 

生境的識別與分類 

：臺灣土地分類系統 
土地覆蓋 

土地利用 

植被種類 

專家焦點討論 

生境類型 



 

 180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 86 期，2013 年 12 月，冬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6, Dec. 2013, Winter 

則多以6-8人之團體為多（胡幼慧編，2009）。在團體

的參與成員方面，焦點團體法同時要求參與者之同質

性與異質性。為避免樣本偏差，研究邀請對象需集中

於「最能提供有意義資料」之參與者（Axelrod, 1975），

透過團體同質性之特質可深化研究主題的討論；而在

同質性的原則下，參與專家之異質性可為研究討論提

供多元思考角度，助於提升議題討論之廣度。本研究

基於研究目的，邀請7位具相關生態專業背景之專家學

者，其領域廣含地理、景觀、園藝、森林、環境工程、

區域與都市計畫等，與本研究主題有密切相關；如此

兼具同質性與異質性之焦點團體特性，有助提升本文

之內在效度。 

    而為使專家聚焦於討論之核心主題、並避免討論

過程過度發散，故於專家討論前，研究者事先回顧大

量之前人研究，並以文獻分析之結果為基礎，提出生

境之初步分類，再將相關分類成果、評估指標、分析

過程提供給與會專家進行研議。在經過多次的討論會

後，參與之專家方得以凝聚共識，並確定最後的生境

分類。 

4.2.3 生境地圖的繪製 

在確認生境類型之後，本文以農林航空測量

2010年正射影像圖為基圖，於正射投影糾正後，以

生境類型為依據，以GIS為工具進行地圖的數化工

作，過程中並輔以2006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實地

勘查與訪談資料，以提高數化結果之準確性。在考

量到最小區塊體之單位面積，故於2010年時期土地

利用圖數化完成後，將其紀錄於1m×1m網格之地理

資訊系統資料庫中。 

五、研究結果 

5.1 生境的識別與初步分類 

為進行綜合式生境繪圖，故本文以土地覆蓋、

土地利用、植被類型等為分類指標，在透過地圖判

釋、田野調查、文獻考證，並參酌內政部於2006年公

布之土地分類系統表，以進行研究區層級式分類，進

而區分各種生境類型，結果如表4所示，圖4則為各生

境類型圖照。 

本文首先依據土地覆蓋特性，將研究區劃分為植

被覆蓋之綠色空間、人工建物分布之灰色空間、水體

分布之藍色空間以及其他等四大空間。在綠色空間方

面，參考土地利用系統表進行第一層級分類，將其區

分為森林、農地與草生地等三種土地利用型。在第二

層級分類方面，森林又被細分為「純林」、「混合林」；

農地則被分為「一般農作」、「果樹」與「園藝作物」。

其中，純林又可分至第三層級「針葉林」、「闊葉林」

與「竹林」。在灰色空間方面，一樣先以以土地利用

為依據，於第一層級將其分為「建地」及「道路」二

大類。建地再參考Löfvenhaft et al.（2002）、Freeman 

& Buck（2003）及Cilliers et al.（2004）之分類方式，

依綠覆蓋百分比進行其第二層級分類：「綠覆蓋75以

上」、「綠覆蓋50-75」、「綠覆蓋25-50」與「綠覆

蓋25以下」。道路則依植被的有無，分為「有行道樹

的道路」與「無行道樹之道路」。藍色空間即指水體，

其第二層級分類包括「河川行水區」、「水圳」、「埤」。

由於河川行水區尚存有不同的生境類別，故進一步依

其實際土地利用與植被類型再予以細分為：「行水區

之林木」、「行水區之一般農作」、「行水區之果樹」、

行水區之人工草皮」、「行水區之天然草生植物」、

「河川」、「堤防」等7項分類，堤防再依是否栽種植

物與否，進一步細分至第四層級：「有植樹之堤防」

以及「無埴樹之堤防」。其他空間則包括裸地與畜牧

地。初步結果總計將研究區分為27類生境。 

5.2 專家團體探討生境類型 

針對本研究所初擬之生境初步分類系統，專家

們於討論後，提出以下兩項建議：（1）不同時期之

生境分類應求一致性；（2）以土地利用作為建地分

類指標。 

由於1998年之航照為黑白正射影像圖，不若彩色

正射影像圖易於判釋，為顧及不同時期生境分類的一

致性，故本研究統一以該時期影像可有效判釋之類別

為基準，擬定生境之類型，。例如在1998年黑白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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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於水田與旱田不易區分，故均以「一般農作」

為生境類型即為一例。這樣的作法亦得到專家們的認

同，如專家（E05）指出：「1998年的圖必須是個基

準，你就是要在這樣的框架以下分出生境類型，所以

後面的圖在分類的時候要配合1998。」 

在建地生境分類方面，專家認為以綠覆蓋百分

比作為建築物之分類指標較不適當，應修改之，理

由在於專家認為生境分類應著眼於研究目的以及實

際操作之可行性，若以綠覆蓋百分比為分類指標，

將導致生境分類簡化，若後續欲探討農舍興建對地

景的影響時，會產生分析上的困難。專家（E05）指

出：「未來農地住宅的變化是關鍵議題，用這樣的想

法回頭看你的分類，會發現你需要關注在你想要討

論的議題上，所以住宅沒有在分類中會有問題。」專

家（E04）認為：「農村地區很多農舍的建築並非合

法，對環境有所影響，只用綠覆地百分比，是沒辦

法看到問題。」因此，專家們一致認為「土地利用」

作為建地分類指標是比較合宜的方式： 

「將不同建築物視為不同單位進行評估，這樣

的方法會比綠覆蓋更有意義。」專家（E07） 

「建議參考國土分類系統之分類方式作為將建

築物分類的方式。」專家（E01）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以國土分類系統「土地利

用」概念作為建地分類之指標，表5為修正後之生境

分類與說明。表4與表5不同處有三：（1）基於土地

覆蓋之三大空間基礎劃分下，參考國土分類系統之

作法，以「土地利用」作為分類指標，第一層級共劃

分為9大類土地利用型，包含：森林使用土地、農業

使用土地、其他綠色空間、建築使用土地、公共設

施使用土地、遊憩使用土地、交通使用土地、其他

表 4  農村生境類型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綠 

色 

空 

間 

1.森林 1.1 純林 1.1.1 針葉林 

 
 

 
1.1.2 闊葉林 

 
1.1.3 竹林  

1.2 混合林  

2.農地 2.1 一般農作 

  
 

2.2 果樹 

2.3 園藝作物 

3.草生地 
   

灰 

色 

空 

間 

4.建地 4.1.綠覆蓋 75%以上 

 

 
 

4.2 綠覆蓋 50-75% 

4.3.綠覆蓋 25-50% 

4.4.綠覆蓋 25%以下 

5.道路 5.1 有行道樹  

 
5.2 無行道樹  

藍 

色 

空 

間 

6.水體 6.1 河川行水區 6.1.1 行水區之林木 

   6.1.2 行水區之一般農作 

   6.1.3 行水區之果樹 

 

  

6.1.4 行水區之人工草皮 

6.1.5 行水區之天然草地 

6.1.6 河川 

6.1.7 堤防 6.7.1 植樹河堤 

 
6.7.1 非植樹河堤 

 

6.2 水圳   

6.3 埤 
 

 

其他 

空間 

7.裸地   

 
 

8.畜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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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空間以及水利使用土地。（2）去除「其他空間」

一項，將「畜牧地」依土地利用的概念，分類於「農

業土地利用」；「裸地」因考慮其於自然演替下應有

草類生長，故分類於「其他綠色空間」。（3）建築

物之生境劃分參考國土分類系統，以「土地利用」取

代綠覆蓋作為分類概念，共有以下分類：住宅、工

商業、機關政府、學校、醫療保健與社會福利設

施、公用設備與環保設施、文化設施與休閒設施

表 5  生境類型與說明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4 

 類別 代

碼 

類別 代

碼 

類別 代

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綠 

色 

空 

間 

 

 

森林使用

土地 
1 

針葉林 11 針葉林 110 針葉林 1100 針葉樹純林，其蓄積量或株樹至少佔 75%。 

闊葉林 12 闊葉林 120 闊葉林 1200 闊葉樹純林，其蓄積量或株樹至少佔 75%。 

竹林 13 竹林 130 竹林 1300 指各類竹林或竹林佔全林冠 75%以上。 

竹針闊 

葉混合林 

14 竹針闊 

葉混合林 

140 竹針闊葉混

合林 

1400 指針、闊葉樹、竹混淆林，其樹種蓄積總和

或株數總和至少佔 25%以上， 

75%以下。 

苗圃 15 苗圃 150 苗圃 1500 培育林木之園區及附帶道路、建物等相關設

施之總括。 

農業使用

土地 

2 

一般農作 21 一般農作 210 一般農作 2100 指進行一般農作如稻米、雜糧、蔬菜作物栽

培之土地。 

果樹 22 果樹 220 果樹 2200 指從事水果及乾果種植、栽培而以收穫其果

實為目的之土地。 

畜牧 23 畜牧 230 畜牧 2300 係指生產家畜、家禽所使用之土地。 

其他綠 

色空間 
3 

草生地 31 草生地 310 草生地 3100 指未栽植農作物及林木之草生荒地。 

灌木荒地 32 灌木荒地 320 灌木荒地 3200 指灌木雜生之生荒地。 

裸地 33 裸地 330 裸地 3300 指裸露的空地，上有少許雜草散佈。 

 

 

 

 

灰 

色 

空 

間 

 

建築使用

土地 
4 

住宅 41 住宅 410 住宅 4100 指供住宅使用者之建築，包括農舍與樓房。 

工商業 42 工商業 420 工商業 4200 指供工業與商業用途的建築 

公共設施

使用土地 
5 

機關政府 51 機關政府 510 機關政府 5100 指包含政府機關、民意機關等政府機構。 

學校 52 學校 520 學校 5200 包括各級學校的校園相關設施。 

醫療保健 

與社會福 

利設施 

53 醫療保健 

與社會福 

利設施 

530 醫療保健 

與社會福 

利設施 

5300 醫療保健包括醫院、診所、衛生所及衛生室、

醫事技術及其他醫療保健服務之類別；社會

福利設施包括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社會救助

機構、社區活動中心及其他社會福利設施。 

公用設備 

與環保設

施 

54 公用設備 

與環保設 

施 

540 公用設備 

與環保設 

施 

5400 公用設備包括電力、瓦斯、自來水、加油站

等設施；環保設備包括污水處理廠、污水抽

水站、雨水及污水截流站、垃圾處理廠及垃

圾掩埋場、廢物處理、空氣、噪音監測處理

設施、資源回收設施。 

遊憩使用

土地 
6 

文化設施 61 文化設施 610 文化設施 6100 包括法定文化資產、一般文化設施(博物館、

文化中心、圖書館等)以及其他文化設施。 

休閒設施 62 休閒設施 620 休閒設施 6200 包括公園綠地、遊樂場所、體育場所等。 

交通使用

土地 
7 

有路樹之

道路 

71 有路樹之 

道路 

710 有路樹之 

道路 

7100 指植有行道樹之道路。 

無路樹之

道路 

72 無路樹之 

道路 

720 無路樹之 

道路 

7200 指無行道樹之路樹。 

其他灰色

空間 
8 

砂石廠 81 砂石廠 810 砂石廠 8100 指進行土石加工之場所。 

其他建地 82 其他建地 820 其他建地 8200 其他包括宗教、殯莽設施、停車場、服務區、

抽水站、水閘門等建地。 

藍 

色 

空 

間 

 

水利使用

土地 
9 

行水區 91 林木 911 林木 9110 以闊葉樹、灌木為類別。 

一般農作 912 一般農作 9120 指進行一般農作種植的土地。 

果樹 913 果樹 9130 進行果樹種植的土地。 

草皮 914 草皮 9140 改變原有植被狀態，種植人工草皮。 

草生地 915 草生地 9150 指於河道旁天然雜生之草本植物。 

河流 916 河流 9160 係指河川、溪等水流經過之地域 

堤防 917 植樹之堤防 9171 指堤頂植樹，呈現如行道樹排列型態之堤防。 

無樹之堤防 9172 堤頂無植樹之堤防。 

水圳 92 水圳 920 水圳 9200 包括灌溉、排水、給水及相關設施，其寬度 

5M 以上者。 

蓄水池 93 蓄水池 930 蓄水池 9300 指非供漁業養殖之天然之池、埤、溜、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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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修改後的生境類型不僅可供未來宜蘭農村地景

變遷之探討，此外，本研究所發展之生境分類系

統，係根據臺灣本地之土地分類系統為基礎進行分

類，故亦可適用於臺灣地區農村地景保育、地景規

劃及土地管理等議題。  

5.3 生境地圖的繪製 

以生境分類成果為依據，針對1998與2010年之航

照圖進行數化工作，並考量到最小區塊體之單位面

積，故於2010年生境地圖數化完成後，將其紀錄於

1m×1m網格式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生境地圖之繪製

結果如圖4。 

六、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農地具有豐富之生態功能，對人類社會存有重要

貢獻，但隨著人類對土地的需求而加速其消逝的命

運。本文透過國際案例分析發現，以生態為視角、生

境規劃為手段可達到地景保育的目標，進而發展出人

地永續共存的局面；其中，生境地圖的繪製為首要任

務。不過，本研究發現，生境地圖雖已廣泛被運用於

 

 

                 圖4 1998年(上圖)與2010年(下圖)宜蘭縣三星鄉生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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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之地景規劃與管理，但國內卻尚未有具體討論或

實例。故本文在思考台灣農村發展與規劃之問題後，

在根本上透過案例探討與文獻分析，探究生境的意涵

與生境地圖的繪製原則，進而透過嚴謹的專家討論過

程，目的在於建構臺灣農村生境地圖繪製模式，期望

研究成果可供未來農村地景規劃之應用。 

研究結果得到幾項重要結論：（1）生境意涵受研

究目的、繪圖方式的影響：生境之基本定義為「生物

生存之同質性棲地」，但受研究目的與繪圖方式的影

響，生境意涵有所不同；在選擇式繪圖方式中，生境

為「在相同植物群落下之同質性生物生存空間」，在

綜合式生境繪圖法中，生境為「人類活動影響下之同

質性生物生存空間」。（2）人與生態能夠協調共存的

觀點，賦予生境規劃與管理之作為積極存在之意義：

生境的思考角度從「無人類活動干擾愈生態」轉向「人

類能與生態協調共存」，生境保育即本著這樣的觀

點，透過積極的規劃與管理而達到人地共存之永續目

的。（3）生境繪圖因地制宜：不同的研究對象所面臨

之研究課題、植被覆蓋情形與保育目標有所不同，造

成順應之繪圖方式與生境分類有所差異，生境繪圖結

果自然因地而異。（4）臺灣農村生境繪圖模式的操作

可提供未來在地農村生境地圖繪圖參照：基於農村地

景保育之研究目的，因此以綜合式生境繪圖為基礎，

建構農村生境繪圖模式，在模式中的「生境的識別與

分類」是以土地覆蓋、臺灣土地分類系統、植被種類

為分類指標，可作為臺灣未來農村生境地圖建構之參

照。（5）農村生境類型可為臺灣農村生境繪圖之空間

單位：本文以宜蘭縣三星鄉為實作區域辨識農村生境

類型，其操作過程與經驗可供後續農村生境地圖建構

之參考。 

6.2 建議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建構農村生境地圖繪製模

式，並以宜蘭縣三星鄉為應用之。然而在研究過程中

發現下列幾項值得注意之議題，故於文末提出以作為

後續研究之建議： 

6.2.1 生類分類需針對研究對象的特性與研究目的而

設計 

本文透過國際案例與文獻分析得知，不同環境有

其面臨之課題與保育目標，故生境地景規劃方式無法

一體適用；本文透過實際操作之後亦証實這樣的論

點。由於城市生境保育之目標在於更新城市生活環

境，以提升環境之可居性及永續性，因此在實際做法

上，著重於水與綠的再造、以重塑城市生境，進而營

造城市生活品質；農村的人工建物比率較低、水體比

率較高，且植物種類較為多元，並具備提供人類社會

糧食、遊憩休閒等多樣需求。因此若將城市生境環境

的創造方式套用於農村，將使農村豐富之生境類型過

於簡化。此外，如本文序言所述，臺灣農村在2000年

農地開放自由買賣政策之後，即面臨農地變遷的問

題，導致農地價值受到衝擊，進而損耗其生態系統服

務價值。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在進行生境分類時，

除考慮到生境之意涵、概念等基礎分類原則外，更因

應台灣農地變遷之議題，增加農村建築物之分類類

別，分類之成果，期可供後續農村地景保育等相關研

究進行之參考。 

6.2.2 生境價值評估落實地景保育 

生境地圖為生境規劃與管理之基礎，但生境價值評

估為落實生境保育之重要工具，故不論是柏林、西雅

圖、首爾均發展出生境價值評估工具，作為城市地景保

育之依據。因此未來如何透過生境類型的理解、生境類

型間的關係以及生境類型與人類社會之連結，以發展農

村生境價值評估工具，應為後續之研究重心。 

6.3 生境分類上之限制 

本研究以農地自由買賣政策開放之年度為分野

（ 2000年），建立1998及2010年之宜蘭農村生境地

圖，研究成果可供未來台灣農村地景規劃與土地管理

分析之用。如同文中5.2“專家團體探討生境類型＂之

章節中所述，由於1998年之航照為黑白正射影像圖，

不若彩色正射影像易於判釋，例如就農田之分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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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水田與旱田在黑白影像中確實難以區分，故為顧

及兩時期生境分類的一致性及判釋之正確性，本研究

僅以「一般農作」做為農田之生境類型。同樣的問題

亦發生在植被之分類上，受限於1998年圖資解像力之

因素，故僅將森林使用地分為針葉林、闊葉林、竹林、

竹針濶葉混合林及苗圃等五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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